
·50·

过去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谈到�自有夏以来
的中国数千年文字记载的历史上�存在一个
“以中原为中心”的历史趋势�而从考古学文化
的表层可以看出�这个历史趋势是在新石器时
代的最后阶段出现的�即从所谓的龙山时代奠
基下来的[1]。

对于中国新石器文化的运动大势�严文明
高度概括为“多元一体”�认为由于地理环境的
限制�东亚地区内部各地史前文化既有地域特
点�又在相互作用中结成一个巨大的文化丛
体�共同走向文明[2]。从世界的格局看�正是在
这个丛体的基础上�发展起了东亚历史的完整
性和特殊性。而所谓“以中原为中心”�则是我
对这个丛体内部中 “ 一体化 ” 的具体过程的
理解。

但是在当时条件下�我对“以中原为中心”
的把握�还基本上停留在由各地考古学物质文
化面貌及相互关系所反映的历史表层线索上�
指出在龙山时代的中原地区�第一次出现了一
个由若干地方文化组成、总体面貌区别于周边
地区的文化区�而这个中原文化区日后成了历
史舞台的中心。但是�这个中原文化区中的社
会特点是什么�它是怎样运作的�它又为以后
的社会奠定了哪些趋向性基础�都是该文没有

来得及展开的。本文便是对以中原为中心的历
史趋势的进一步探讨。

一 史前文化的多元性和史前

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多元性

中国史前文化的发展可以划分出若干区

域传统�并且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并行演进发
展�尽管它们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交流与互
动。如果文化面貌上的地域性特点是和创造它
们的社会集团有关联———在安土重迁的农业社
会里�这是常态�则这些社会的文明化演进也
各有其特点。

首先�参与中国史前文明总进程的区域社
会的文明化进程并不一致。这个总进程始于约
公元前4000年�可被分成三大阶段�但考察这
三个阶段�实为此起彼伏的发展态势。

第一阶段（前4000～前3300年）�仰韶文化
庙底沟期进入空前繁荣�同时期的长江中下游
地区也呈现出同样的态势�其他地区则相对
沉寂。

第二阶段（前3300～前2500年）�中原地区
转入由内部的结构性调整带来的表面沉寂。长
江中下游地区的社会则继续此前的发展趋势�
并相继达到各自的高峰。黄河下游的海岱文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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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约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开启文明化的进程
后�一直保持着稳健发展的态势。辽西地区文
明化的起步和海岱地区约略同时�却似乎步调
更快地走向了当地社会发展的顶峰。

第三阶段（前2500～前2000年）�长江流域
除了上游的成都平原突然涌现出一批城址外�
广袤的中下游地区的社会文明化进程却急转

直下�快速凋零了。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辽西
地区。中原地区在经过庙底沟二期文化的调整
之后再度崛起�形成了上述“以中原为中心的
历史趋势”。

其次�就根本原因来说�史前社会的文明
化是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力发展的结果。但
各地的自然环境条件不同�农业类型不同�文
化传统及其积淀程度不同�手工业、大型公共
工程、宗教、战争等因素在参与社会复杂化进
程中扮演的角色和所起的作用各不相同�致使
各地社会在文明化进程中各有特点。它们又大
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模式。

模式一：在自然环境较好的东部、南部地
区�社会复杂化和社会分层化程度较高。伴随
新的社会等级秩序的建立�这些地区的社会生
活中发展起一套复杂的等级表征系统。这方面
的考古记录集中体现在墓葬资料中�即通过随
葬玉器、象牙器、漆器、精制陶器、丝绸等高档
手工业品的数量或质量�以及棺椁的有无、墓
葬规模大小等物化形式来表达死者的身份。聚
落之间和聚落群之间呈现出的清晰的等级秩

序�则反映着社群之间的分化。而为了维持和
巩固这种等级秩序�宗教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
用。

模式二：在自然条件相对较差的西部和北
部旱作农业地区�社会分化程度普遍较低�缺
乏等级表征系统�社会矛盾的尖锐和新的社会
秩序的建立�更多体现在聚落之间和聚落群之
间。在这些地区考古记录中�常常见到城墙壕
沟等聚落防御设施、大量出土的箭头等武器�
以及乱葬和杀埋活人的奠基仪式。从上述现象
来看�社群之间的冲突和暴力似乎是其社会生

活中的重要内容。
但各地的情况还有区别�例如同属东部的

海岱地区和江浙地区�前者的新的社会秩序是
在自大汶口文化至龙山文化的稳定且连续的

演进中逐步形成的。后者则是伴随良渚文化的
快速崛起而形成的�在相对短暂的过程中表现
出许多自上而下注入的人为的强化因素。最明
显的证据是�宗教在良渚文化社会生活的各方
面�尤其是在巩固贵族阶层的社会以及政治地
位方面发挥着突出作用[4]。

二 中原文化区的形成

约从公元前3500年起�仰韶文化在整个史
前文化大格局中�对外发挥巨大影响的势头已
不复存在。在仰韶文化内部�此前庙底沟期那
种高度统一的局面也发生很大变化�各地文化
的独立性和不平衡性凸显出来。在仰韶文化核
心地区的渭河中下游谷地和豫西地区�聚落数
量增长速度减慢乃至减少�社会发展趋于沉
稳。黄土高原北线的陕北、燕北以及河套地区
的人们�似乎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资源紧缺�聚
落之间的矛盾冲突愈发严重�于是�在险峻的
地段纷纷修筑城墙�以求自保。渭水上游至陇
东一带�社会继续发展�出现了如秦安大地湾
那样的大型中心聚落。但在更西的洮河流域�
早前扩展到这里的仰韶文化发展成马家窑文

化�干脆从仰韶文化中分离出去了。
仰韶文化松散离析的态势持续到大约公

元前3000年左右�中原地区进入一个各种文化
重组的复杂阶段。通过分析考古学文化面貌可
知�起源于晋南地区的庙底沟二期文化快速覆
盖了豫西的洛阳平原�并对郑州以及嵩山以南
乃至渭河上游的广大地区产生了广泛影响。与
此同时�东方的大汶口文化和南方的屈家岭—
石家河文化也相继影响到中原地区。再到龙山
时代�中原地区出现了几支亲缘性很强的地方
文化�分别为关中地区的客省庄二期文化、豫
西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、豫北冀南的后冈二期
文化、豫东地区的造律台文化以及局限在晋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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襄汾盆地里的陶寺文化。它们面貌相近�彼此
之间的关系错综复杂�结成一个巨大的考古学
文化丛体�可以统称为“中原龙山文化”。这个
文化丛体占据了史前农业文化经济区的中心�
紧靠它的周边�环绕着山东龙山、湖北石家河
等地方文化�再以外�则是那些长期滞留在采
集渔猎经济的区域文化。至此�考古学文化意
义上的“以中原为中心”的态势已经形成。

三 中原社会的特征

中原土著社会的复杂化是按照上文所说

的第二种模式展开的�其特点是聚落内部分层
化程度相对较低�社会矛盾主要体现在社群之
间�社会环境经常性地动荡不安。

与其他地区相比�尤其是和东部沿海地区
的文化相比�中原地区的遗址里明显缺乏显示
社会成员身份等级的高档手工业品和成套的

棺椁�也缺少这种物质表征系统形成、发展的
清晰过程。中原地区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缺少
与宗教有关的考古记录�而在东部沿海地区�
宗教往往是被用作整合社会的强有力的乃至

最重要的手段。在资源相对匮乏、财富分化程
度偏低的中原地区�社会的主要矛盾首先表现
为社群集体之间的利益冲突�而非社群的内
部。在中原地区以外的其他地区�最大型的遗
址通常就是聚落群中的中心聚落。这类聚落往
往建有城垣一类的大型公共工程�它们的使用
时间较长�一些城垣工事还经过扩建。例如山
东、苏北一带已经发现的大汶口至龙山文化的
城址�其中绝大部分都经过一至二次的扩建�
在一个较长时期里发展、壮大为聚落群中心聚
落。但在中原地区�很多建有城垣工程的遗址
的位置并不在聚落群的中央�其面积在聚落群
中也不突出�群落中往往还有规模更大却无城
防的聚落。而且中原发现的几座城址的使用时
间相对较短�看不出扩建的迹象�这意味着地
方势力的中心经常发生转移[5]。加之俯拾皆是
的乱葬、杀殉�以及箭镞等武器在数量上的激
增和质量上的精益求精�不难想象�中原正处

在一种十分动荡的环境之中。
周围地区文化因素的大量出现�是庙底沟

二期以来中原地区的又一令人瞩目的文化现

象。例如北方长城地带的文化南下、屈家岭—
石家河文化北上、大汶口西进。各方文化势力
汇集在这里�其背后甚至还有来自周围地区的
殖民。仔细揣摩各聚落群的情况�似乎不同的
群落在接纳外来因素的方向或程度上各不相

同。例如禹州瓦店聚落群中�有较多的江汉地
区的文化因素�而相距不远的登封王城岗聚落
群中�这类外来影响就显得比较微弱。由此可
以推测�在中原地区�来源或背景不同的各种
势力之间的冲突和重组也许是经常发生的事

情�而这进一步加剧了中原地区的动荡不安。
面对这样的生存环境�需要社会系统从两

个方面做出反应。首先是调整社群之间日益激
化的矛盾�建立新的社群关系或秩序。然而由
于缺少成熟的手段———譬如通过对稀有资源占
有和分配来定位社群之间的关系�或者通过文
化传统积淀下来的作为社会共同心理意识的

宗教观念�因此�中原社会新的宏观秩序的建
立�必然是通过现有的世俗手段�特别是实力
的比拼来获得的。前述有关中原地区社会环境
动荡不安的描述�也证实了这个推测。而由此
导致的后果�是其社会权力带有较为世俗的或
务实的色彩。

其次是社群之间关系的调整�而这也必然
会引申到社群的内部。当社会环境日益动荡�
军事活动成为社会生活的经常内容之时�原本
适用于相对平等的社群生活的运作、管理、协
调机制就需要加以改变�以适应外部的激烈竞
争。综合各种迹象来看�这种变化主要是通过
强化军事首领的地位达成的。龙山时代�战争
次数频繁�激烈程度加强�可被视作军事首领
权力大幅度强化的间接证据。而且�这种军事
权力很可能是和社会管理职能结合在一起的。
这一点也可从文献传说中找到证据。

伴随着军事首领地位的快速提升�社群内
部的分化也提速进行了。就方式而言�中原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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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的社会分化和其他地区没有什么不同。在氏
族组织内部�分化首先发生在大家族之间�再
逐渐深化到小家族层次上[6]。但从考古资料看�
当时中原社会的分层化晚于东南部地区�社会
层次也不及后者丰富和清晰。位居社会最上层
的固然是少数�居中者的数量也不多�绝大多
数位居底层。而且这种社会结构的形成与东方
诸社会有所不同。有证据显示�在东方�社会成
员的分层化是从一个较为富足的社会基层向

两端分化得来的；而在中原�更像是从较贫困
的社会基层大众中单向发展出一个贵族上层。
其直接原因是军事首领地位的快速提升�以及
资源的相对匮乏。这也决定了中原社会原有的
氏族组织不会因经济原因被彻底瓦解�而是在
相当大的程度上保留下来�并被社会上层所利
用�继续发挥其调控整个社会网络的作用。

在激烈竞争的环境中�在资源相对贫乏的
基础上�原来平等、平均的氏族社会被如此这
般地改造成了“准文明”的形态�或者干脆就是
文明。

四 中原社会的历史延伸

中原地区是三代历史展开的舞台核心。中
原龙山文化与被看作是夏文化的二里头文化

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�商文化的崛起亦在这个
大圈子之内。学术界对先周文化的发生地虽然
有不同看法�但晚商时期的周人�已经在紧靠
着中原文化区的边缘建立了国家。无论商周�
其本源都是来自第二种模式涵盖的地区。因
此�夏商周三代都是在中原龙山社会开辟的方
向上发展起来的。概括地说有如下三个方面：
1∙由于社会动荡�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形

成一种务实和开放的意识形态�在对待来自周
围社会的非传统影响时�采取的是实用主义的
态度或机会主义的策略�而非一概加以排斥。
考古发现�在龙山时代�曾经是在周边地区首
先发展起来的等级制度以及这种社会秩序的

物质表现方式�开始被中原社会所借鉴�用来
调和自己社会中越来越激化的阶级矛盾。例如

这个时期�中原地区开始出现了作为青铜礼器
祖形的精制陶器�这类陶器主要起源于东南部
地区。与此同时�中原地区也出现了通过随葬
品、葬具和墓葬规模来表现死者身份的意图。
进而�这种物质表征系统与更古老的血缘继嗣
系统结合起来�最终演变成宗法制度�成为社
会各阶层所必需遵守的行为准则、道德规范和
政治制度。
2∙通过掌控某种贵重稀有资源及其产品

的分配�以达到巩固、提高权力地位的做法�是
在流行玉器的几个地方社会中最早出现和高

度发展起来的�这种手段显然对正在加紧建立
新的社会秩序的中原社会大有帮助。在中原地
区早期的社会生活中�高档手工业相对不发
达。一些研究者根据最新发现判断�在晋南等
局部地区�自庙底沟二期开始出现了自己的玉
器制作系统�但与同时期东南地区的良渚文化
相比�差距之大是显而易见的。然而�这类部门
此后发展迅速[7]。铜器冶铸技术的发明�更使得
中原社会上层获得了一种新的资源和能力�并
且立即把它落实到社会政治生活中。为此出现
了夏人对晋南地区的经营、商人对长江流域的
开拓�甚至对于商人反复无常的迁都�也有学
者认为是追逐铜、锡或铅的矿源之举。夏商之
时�陆续加入到这类稀有资源目录里的还有产
自南方的象牙、龟甲、宝贝、玳瑁等等。为了获
得这些稀有物品�人们也许还搞出了一整套这
类物资的远程贸易体系�足见这类资源对于统
治阶层的重要意义。可见这套发明于史前时期
的政治手段�对于整个三代都有重要的影响。
3∙在第二模式的社会中�宗教的演进和发

达程度不如第一模式下属的诸地方社会。但宗
教在巩固权力地位上的世俗作用是有目共睹

的�而迅速树立权威�正是中原龙山社会的迫
切需要。于是也就有了帝颛顼在这个时候“绝
地通天”的宗教改革[8]。无论传说是否牢靠�从
考古记录可见�随着玉器向北方的传播�这些
玉器所蕴涵的宗教思想�也会多多少少地被中
原人们所了解。长此以往�造成了不同宗教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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融合。琮、璧之类的玉器在三代祭祀系统中占
有重要地位。而龟甲这种被认为是南方巫术的
重要道具[9]�最终被应用于北方系统的占卜�或
许也和这个背景有关。更重要的是�中原社会
迫于政治需要而采取的对待不同文化、不同宗
教的开放态度�以及位于天下之中的天然地理
优势�使得这里成为一个文化、思想和意识形
态的熔炉�从而培育出中国文化的凝聚力和政
治、外交的向心趋势。

然而�事情都有它的两面性。由于中原社
会在性格上是一个务实的社会�无论对内还是
对外�巩固军事首领的世俗权力都是最直接的
目的�所有的政治手段都是围绕这个目的而
设。其结果有三。第一�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�
中原社会似乎是仅仅将其作为巩固加强世俗

权力的手段之一�却不允许宗教和自己并驾齐
驱�出现一个凌驾整个社会之上的神权。相反�
在中国历史上�始终强调的是皇权天授式的
“天人合一”。第二�出于政治的需要�手工制造
业尤其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手工业部门被视作

政治工具�资源和生产被统治集团严格管制�
导致了最先进的技术不能转化为社会生产力�
在生产领域和社会大众的经济生活中发挥作

用。也因此�手工制造业迟迟不能彻底独立于
农业�其产品（尤其是物化了最大量社会劳动
的高级产品）也不能成为商品�在流通领域实
现价值。这也是商业不发达、商人以及手工业
技术人员的社会地位不高的主要原因。而这些
现象皆为中国历史上至少是三代历史的显著

特点。第三�中原社会对内需要在基于小农经
济的松散的族群关系中建立起新的秩序和权

威�为此不惜动用各种资源和一些极端手段；
对外则需要处理四面八方的关系。这就决定了

它的政治体制的集权性格�并从此贯穿了几乎
整个古代中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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